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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福利」治理下「個人化服務模式」

對失業者權利與義務的影響

李健鴻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本文探討臺灣的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在「工作福利」治理原則下，導入

實施「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後，對於失業者在申請失業給付時權

利與義務的影響。研究發現，「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基於強化

「工作福利」的治理原則，藉由「未執行尋職義務就停止失業給付」做為控制

手段，設計出「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認定機

制」、「早期介入的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三項治理機制，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

必須遵守更多的尋職義務與就業諮詢義務，其結果是迫使失業給付申請人處在

一種「消極性參與」的處境中，只能被動接受國家安排的尋職義務措施，導致

失業給付申請人的自主性下降。

關鍵字：個人化服務模式、工作福利、積極促進、失業給付

壹、前言

在 2008年 9月金融海嘯引發全球經濟危機後，臺灣勞工經歷「全球失業

危機」的侵襲，失業勞工的人數大量增加，其中請領失業給付的失業勞工更

是備受社會輿論壓力，認為失業給付申請人持續領取失業給付，但是再就業

率卻偏低，因而要求政府必須加強失業給付申請人負起更多的尋職義務（張

舒婷，2009）。在社會輿論要求對抗高失業率的呼聲高唱入雲之際，自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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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後，勞動部陸續實施了「僱用獎助」（立即上工計畫）、「公共就業」

（政府短期就業措施）、「僱用安定」（充電加值計畫）等多項就業政策措施，

不僅如此，有鑒於失業給付申領者人數從 2008年 11月的 3萬 7千人快速增

加為 2009年 12月的 7萬 1千人，為了促進失業給付申領者積極再就業，勞

動部所屬的勞動力發展署乃決定從 2010年 3月起開始試辦就業保險失業給

付制度施行「一案到底」的新服務模式，進而在 2012年 11月，宣布全面辦

理「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由於政府推動「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

模式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失業者在請領失業給付過程中產生的道德風險問

題，並且提高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再就業率，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的權益，勢

必產生深遠影響，有進行深入探討之必要。

所謂「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意指「每名領取失業給付的失業

者，都有專責的就業服務人員實施列管、追蹤，並且督促失業者進行尋職或

是參與職業訓練，一旦確認失業者沒有求職意願，立即停止失業給付」（勞動

力發展署，2010a）。由前述可知，「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企圖藉由固

定專人受理與建檔，全程提供每位失業給付申請者都可以獲得「個人化」的

持續服務，也就是針對每一名失業給付申請人，在受理申請後隨即由專人提

供就業諮詢，督促失業給付申請人積極尋職，並且運用各項就業促進措施，

以協助其再就業，而對於無就業意願的失業者，則必須藉由停止核發失業給

付的管制手段，抑制失業給付領受者的道德風險問題。

表面上看來，我國政府提出「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的政策目標是

為了促進失業給付申請者再就業，延續強化就業保險制度原定的促進就業政

策目標，符合高失業時代的社會主流輿論期待，但是深入探究可以發現：其

實在「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強調「無就業意願就停止核發失業給付」

這項政策思維的背後，其主導的概念乃是源自於西方國家的「工作福利」

（workfare）1理念，強調：福利領受者在領取福利給付時，必須參與強制性的

方案，並接受強制性的工作義務，否則就會受到減少或取消福利給付的處分

1	 	關於 workfare此字，國內學者各有不同翻譯，例如王篤強（2001）將其稱為「強制工作」，
本文則是參考郭俊巖（2010）一文的用語，將其稱為「工作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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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k,	2001:	10）；至於「督促失業者進行尋職行動或是參與職業訓練」的主

張，則是源自於「積極促進」（activation）2的就業政策理念，意指：「針對

面臨勞動市場排除性風險的失業者，提供具有社會支持作用的促進政策或措

施，以促使失業者能夠參與勞動市場再就業」（Hvinden,	1999:	28）。既然臺灣

的就業保險制度乃是基於強化「工作福利」的理念，實施「一案到底」的「個

人化服務」新治理模式，理應會涉及失業給付申請人的權利與義務改變的議

題，但是在推動「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新治理模式的過程中，卻始

終被忽略討論的重要議題是：申請失業給付的失業者為了享有領取失業給付

這項「權利」，在申請過程中，究竟應該負擔多少「義務」才是合理的要求？

進一步的問題是：在未能深入討論失業者在享有「權利」與負擔「義務」之

間的界線應該如何明確區別前，就直接實施「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

治理模式，是否會導致失業給付申請者的「權利」與「義務」之間出現失衡？

基於上述，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討臺灣就業保險制度基於強化「工作

福利」的治理原則，在實施「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新治理模式之後，

對於失業給付申請者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所造成的影響。本文討論的焦點將集

中分析：臺灣的就業保險制度基於強化「工作福利」的治理原則，導入「一

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治理模式，是否真的能夠提供失業給付申請者獲

得符合「個人化需求」的服務？又或者「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治理

模式，其實只是另一種「標準化」流程的管理手段？在「一案到底」的「個

人化服務」新治理模式下，究竟是採取了哪些治理機制，加強要求失業給付

申請者必須達成更多的尋職義務與進行尋職行動，以達到「積極促進」失業

給付申請者再就業的政策目標？而在「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治理模

式下，這些治理機制對於失業給付申請者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又產生了何種

影響？

2	 	activation此字在字面上雖有「積極化」、「活化」之意，但是本文參考王永慈（2007）一文
的用語，將其稱為「積極促進」，以符合歐洲聯盟最早提出與使用此字時具有「促進就業之

積極措施」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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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工作福利」治理思維的興起及治理型態的變遷

根據 Lødemel與 Trickey（2001:	1）提出的定義，所謂「工作福利」

（workfare）是指：「要求受協助者必須工作，才可以獲得社會協助性給付的一

種新契約形式。」在這項定義中，關鍵重點在於國家要求福利給付領受者與

國家所訂立的社會協助方案契約中，必須具備一項新的契約要件：凡是被國

家認定為具有工作能力且適合工作的福利給付領受者，都必須在勞動市場中

尋找工作以及接受工作，也就是「福利給付領受者必須投入工作才有資格接

受福利給付」成為一項契約要件。從上述之契約要件，可以進一步分析「工

作福利」理念的組成要素，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是工作福利方案具有「強制

性」（compulsory）要素，這是工作福利理念中所強調的「義務」部分，即福

利給付領受者要想領取福利給付，就必須先符合社會協助方案所設定的資格

條件，若是未能符合，就會受到減少或甚至取消福利給付的處分；第二是工

作福利方案強調「工作優先」（work	first），也就是要求福利給付領受者必須

善盡的首要義務，即接受國家推介之工作或是參與訓練方案；第三是工作福

利方案經常與「基本所得支持方案」（basic	income	support	programs）產生關

聯，也就是針對未達到最低所得水準者，只有在工作期間才可以獲得福利給

付，以達到激勵其持續工作的政策目標。

「工作福利」治理思維的興起，代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二方面的社

會變遷情勢提出了新的理解方式，第一是國家對於公民權內涵變遷的理解方

式，第二是國家對於社會政策治理型態變遷的理解方式，而二者之間彼此相

關。首先，在公民權內涵變遷的理解方面，原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社

會政策，主要的理論依據是Marshall（1950）所提出的社會公民權理論，社會

公民權理論主張凡是擁有社會正式成員身分之地位者，就擁有公民權，而全

體擁有相同地位之社會成員，其享有的權利與義務一律平等，也就是擁有社

會成員身分的公民，都有權利分享社會資源，獲得基本的福利與安全保障，

而社會福利給付正是一種依照公民地位而賦予的權利，具有公民地位者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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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地享有福利給付。但是在工作福利國家治理體制之下，福利給付則是

變成「有條件式」的，即「權利」必須在「義務」已經達成的條件下才可以

享有，因而「權利」與「義務」之間成為一種「有條件式」的交換關係，在

這種情況下，社會公民權的意義已經明顯出現變化，從「公民地位」（status）

導向轉變成為「契約」（contract）導向（Handler,	2003:	230）。

第二，在社會政策治理型態變遷的理解方面，工作福利（workfare）方

案，最早源自於 1961年德國訂立的社會救助法，強制要求受救助者必須工

作方可領取社會救助給付，不過在社會救助法立法完成後，實際上德國並未

真正執行，直到 1970年代面臨高失業率時，才開始貫徹實施。1969年時，

美國的尼克森總統開始推動所謂「福利改革」（welfare	reform），要求領取社

會救助給付之個人，必須在符合工作相關條件的前提下，才可以領取社會救

助給付，在「福利改革」的風潮下，美國從 1970年代到 1980年代一直持續

執行工作福利方案，形成了工作福利方案的歷史發展脈絡（Gustafson,	2006:	

3）。雖然工作福利方案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在 1990年代以前，並未

受到其它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仿效，直到 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全球化

風潮的影響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解決「福利依賴」的問題，才開始轉

而採取「工作福利」理念，以推動福利制度的改造，促使福利國家轉型為工

作福利國家（workfare	state）。依照 Jessop（2008:	212）的分析，西方資本主

義國家從福利國家體制邁向工作福利國家體制的歷史演變，主要演變方向是

朝向「社會政策逐漸從屬於經濟政策」發展，其間共歷經了三個階段，在

1970年代時，凱因斯式福利國家由於失業率上升而實施福利支出增加與稅收

降低的措施，但是卻無法解決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初期危機，福利國家的公民

權利被認為是勞動市場僵化的來源，導致「福利依賴」問題出現，以及生產

成本的增加；因此自 1980年代起，要求福利國家提升勞動市場彈性化與減少

勞動成本的呼聲開始高漲，具體的措施是開始將請領失業給付與社會救助的

合格標準緊縮，減少可享有的權利或是對請領資格加以限制；進入 1990年

代後，工作福利國家開始形成，具體措施除了擴大實施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之外，並且為了實現「有工作才有報酬」（making	work	pays）的原則，強調

對於失業給付的管理，必須與「積極協助尋職的方案」、「積極工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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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地協調與聯結。Jessop強調，與傳統福利國家強調的「充分就業」目標

以及提供失業勞工消極性失業給付的策略有所不同，工作福利國家對於失業

問題的治理，採取的是「積極促進」（activation）的政策途徑，企圖創造就業

的機會，以積極協助失業勞工再就業。在這種新型態的「積極促進」政策途

徑下，工作福利國家的治理體制展現出的最主要特徵就是「工作福利取向」

（workfarist），取代了福利國家體制的「福利取向」（welfarist），也就是透過

積極的就業政策，發展出「從福利到工作」（from	welfare	to	work）的政策方

案，以促使失業勞工再就業。

二、「工作福利」治理體制下的積極促進政策途徑

在工作福利國家的治理體制下，強調對於失業給付的管理必須與積極促

進的就業政策途徑緊密聯結，而各國對於積極促進就業方案的政策變革有二

方面，一方面擴大實施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另一方面將失業保險制度轉型為

就業保險制度，並且加強就業保險制度與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聯結（Clasen	

and	Clegg,	2006:	528）。不論是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或就業保險制度，這些積極

促進的就業方案，都涉及到失業者從原本「無條件的享有權利」轉變為「有

條件的享有權利」，在此，隱含著一種工作福利國家在實施就業政策方案時，

對於「公民」的分類看待方式：當公民從事經常性的有報酬工作，並且獨立

於社會給付與社會救助體系之外時，或者是當公民在失業後進入積極性勞動

市場政策脈絡，藉由參與方案的方式而承擔起工作的義務時，則此時公民會

被視為「積極的公民」（active	citizens）；但是如果一位處於勞動年齡的給付

申請者，卻不登記參與政策方案，不願意承擔工作義務，則此時這位公民將

會被視為是「消極的公民」（passive	citizens）。因此，失業者做為一位工作福

利國家體制下的公民，其能否被認定為「積極的公民」，是以「有無參與勞

動市場以承擔工作義務」做為最重要的分類認定標準，工作福利國家並且依

此標準，決定失業者能否享有領取失業給付的權利（Van	Berkel	and	Møller,	

2002:	47）。

在工作福利體制下的「積極促進」政策內涵，同時具有二個面向的規範，

要求失業者遵守，即「要求」（demanding）的面向以及「賦予」（ena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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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向。在「要求」的面向，積極促進政策會設定對於失業者領取失業給付

的資格，例如設定嚴格的「合格標準」（eligibility）或是接受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推介的「合適工作」（suitable	job）標準，此外還會採取「行政處分」

（sanction）的方式來縮減失業給付的領取期間或金額水準，如果未能符合這

些嚴格的要求標準，失業者就會失去領取失業給付的資格；在「賦予」的面

向，積極促進政策加強提供失業者參與各種促進再就業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方案，例如：求職媒合協助、就業諮詢、僱用獎助、就業訓練、個案管理等

各種服務措施，要求失業者必須積極參與勞動市場（Eichhorst	et	al.,	2008:	6）。

當「積極促進」政策途徑同時採取「緊縮資格條件」以及「加強提供促

進就業措施」二種政策工具時，將導致積極促進政策的方案內涵，在實際上

成為一種「強化控制」失業者的手段，因為包括「刪減失業給付水準」、「緊

縮領取失業給付的合格標準」、「要求失業者參與強制性的勞動市場政策方

案」等，都是足以強制促使失業者參與勞動市場再就業的社會控制手段（Din-

geldey,	2004:	5）。「積極促進」政策途徑，在此很明顯的承襲了工作福利理

念中的「強制性」要素，以失業者能否領取失業給付此項「社會安全權利」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做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方式，強制要求失業者必須承擔

國家規定的尋職義務，迫使失業者進入國家設定的「緊縮的就業選擇範圍」

內（Kopac,	2002:	4），而所謂「緊縮的就業選擇範圍」，就是失業者必須符合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方案所設定的工作條件，並且參與國家所屬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推介的工作（Gustafson,	2006:	4）。

三、積極促進政策脈絡下的個人化服務模式

當積極促進政策途徑以「促進就業」為政策目標，針對失業者「個人」

的尋職行為進行改造時，其改造目標是：加強激發失業者「個人」形成尋職

動機，促使失業者「個人」積極尋職，以重返勞動市場再就業，這種在積極

促進的政策脈絡下，以失業者個人為對象所形成的新治理型態的服務模式，

即為「個人化服務模式」（individualised	services	model）（Van	Berkel	and	Borghi,	

2008:	398）。儘管積極促進政策途徑企圖提供失業者獲得個人化的服務，但

是自從個人化服務模式興起以來，對於個人化服務模式所產生的政策影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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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就持續引發歐洲就業政策學界的辯論，主要的爭論議題可以歸納為：究

竟個人化服務模式是損害福利國家「普及式福利」體制的工具，或是一種適

度支持「多樣性目標群體」的策略？個人化服務模式究竟是促使個案管理人

員持續施加各項工作義務至失業案主的「訓誡工具」（disciplinary	tool），或是

提供了「標準化服務模式」之外的另類政策選項？（Van	Berkel,	2007:	245）

面對這項爭論議題，Serrano	Pascual（2007:	15）從「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的觀點，針對積極促進體制與普及式福利體制進行比較分析指出，積

極促進政策的首要特徵就是採取「個人化取向」的服務模式，也是針對失業

者的行為進行「個人化」介入（individual	intervention）的管理方式，由於與

傳統福利國家以「提供福利服務」為基礎，針對市場造成的錯誤功能進行干

預的政策典範，明顯有所不同，因此「個人化服務模式」形成一種「新的介

入典範」，所謂「新的介入典範」意指：積極促進政策途徑以「個人化服務

模式」為核心，針對失業者「個人的尋職行為」做為政策介入的目標，採取

「量身訂作」（tailor	made）的「失業者案主中心」服務方式，高度介入失業

者的尋職過程，以改變失業者個人的尋職行為、動機、態度，進而達成積極

促進就業的目標。

Serrano	Pascual（2007:	16）強調，可以從二個面向來理解「個人化服務

模式」，一方面，「個人化」意指失業者「個人」成為首要的就業政策焦點對

象，其中隱含著「失業者個人被視為失業問題主要來源」的政策認知，根據

這種認知，失業者個人成為必須加以「改造的對象」；另一方面，個人化服務

模式乃是一種促使失業者個人參與就業政策過程的方式，強調就業政策的執

行，必須要求失業者的行為表現符合負責公民的標準。因此，「個人化服務模

式」的興起，對於失業者而言，最重要的政策意涵在於：必須在考量失業者

個人的行為表現、個人責任義務的前提條件下，決定失業者可以享有的社會

安全權利，代表失業者在「享有權利」與「負擔義務」間，已經出現了「從

權利移轉向義務」的變化。Valkenburg（2007:	29）分析指出，就傳統的公民

權理論而言，原本福利國家應該提供保護失業者的政策措施，同時也期待失

業者能夠照顧自己，但是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卻顯示失業者的福利依賴問

題日益嚴重，失業者並未能善盡個人責任，因而出現從「保護公民取向」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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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積極促進取向」的就業政策變革趨勢，這種趨勢代表在工作福利國家體

制下，「公民權」的概念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即公民權不再是保護失業者個人

以對抗普遍性的經濟發展後果與失業風險，而是視失業者重返勞動市場時的

努力程度來決定可享有的權利，因此「保護失業之公民」不再是工作福利國

家的集體責任，工作福利國家的就業政策目標是積極促使失業者為自己的失

業問題負起個人責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Valkenburg將這種工作福利

國家的論述，稱為「積極促進政策的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	of	activation	

policies）。

在「積極促進政策個人化」的論述下，個人化服務模式的本質已經出現

明顯的變化，強調的重點是在失業者與國家之間的契約關係下，失業者要想

獲得國家提供的制度性資源，就必須先依照契約的規定，確認失業者在參與

積極促進就業方案時是否符合契約所約定的義務要求內容，但是由於在執行

服務方案的過程中，缺少了制衡的機制，因此失業者很可能是在一種「不自

由的契約主義」（illiberal	contractualism）的制度環境下接受服務措施，導致

失業者的尋職行為是否符合契約要求的義務，以及不符合時應該如何處分，

往往只是由就業服務督導人員依照規定進行認定（Van	Berkel	and	Borghi,	

2008:	398）。

上述「積極促進政策個人化」與「個人化服務模式」的論述，很明顯的

承襲了工作福利國家的強制性理念，將論述重點放在「藉由契約關係強化對

失業者個人的義務要求以積極促進就業」。Borghi與 Van	Berkel（2007:	415）

分析指出，在個人化服務的流程中，受到「個人化」對待與要求的失業公民，

實際參與程度究竟為何，其實有其模糊之處，因為參與是一種過程，參與的

形式從比較消極的參與到比較積極的參與，都有可能出現。最微弱的參與形

式，乃是「消極型的參與」（passive	participation），意指失業者雖然是公民，

卻僅僅只是客體，沒有實質的權力，只能夠單方面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

要求，依照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預先設定好的分類類型，將失業者的需求分類

為各種的「目標類別群體」（targeting	categories），並且在專家、行政主管提供

的知識架構下，被動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的個人化服務措施，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則藉以宣稱已經實施了符合失業者個人需求的個人化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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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強烈程度的參與形式，則是「問題解決型的參與」（problem-solving	partici-

pation），意指失業的公民只能局部地參與分享決策，也就是在服務過程中發

生問題時，提供建議給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參考改進；最強烈的參與形式為

「問題設定型的參與」（problem-setting	participation），意指失業的公民明確知

道「參與」是一種自身的權利，並且能夠在設計服務措施與輸送服務過程的

各個階段中，表達自身的需要，要求服務措施必須符合自身需要。

綜合上述，個人化服務模式應是一種促使失業者個人參與促進就業方案

與勞動市場的社會整合過程，強調失業者參與促進就業方案的行為表現，必

須符合公民應該善盡的「個人責任」要求，但是必須深入探討的議題是：在

工作福利國家治理體制與積極促進政策的脈絡下，當失業者申請失業給付

時，究竟應該負擔多少「個人責任」，才是合理的要求？

四、就業保險制度的個人責任省思：權利與義務的平衡設計

面對就業保險制度下失業者的「個人責任」議題，當前歐洲的就業政策

學界開始從就業保險制度的基本理念出發，重新反省思考。Haagh（2006:	

390）分析指出，就業保險制度的基本目的是：提供失業者實際的所得保障，

以促使失業者個人能夠在維持生活的情況下，順利地「就業轉銜」（employ-

ment	transition）至勞動市場，因而就業保險制度的基本設計理念是：相信失

業者個人在「就業轉銜」的過程中，具備了形成「追尋未來工作生活方式」

的自主能力，同時就業保險制度預設失業者「個人」具有掌控自己未來工作

生活方式的「個人責任」與能力，能夠在不確定的勞動市場中，以一種「自

我治理」（self-governing）的方式，對未來的工作生活進行選擇與規劃。

因此，Haagh強調：「個人責任」概念乃是「就業轉銜」的基礎，也是就

業保險制度達成積極促進就業目標的核心理念。而「個人責任」這項概念，

具體內涵有二部分，即失業者個人不僅必須為自身的工作生活方式做出抉

擇，而且還必須追尋自己未來的發展途徑，而要想達成這些自我治理，失業

者個人就必須持續對工作生活方式的抉擇與途徑進行自我控制，做出最適合

自己的職業生涯選擇。不過對於「個人責任」這項概念，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的二項問題是：失業者個人是否真的能夠在失業期間持續具備「工作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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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治理」能力？即使失業者個人真的具備了「工作生活的自我治理」能力，

是否就能夠順利進行「就業轉銜」？

首先，失業者「自我治理」能力的形成，必須立基在失業者個人對自身

的理性認識以及職業興趣二項基礎之上，這種建構形成的失業者理想類型，

預設每一位失業者都能夠在失業期間依照自己的理性思維，對未來的工作生

活方式做出抉擇，其實忽略了失業者在失業期間往往面臨著各方面的社會壓

力，同時在各個失業者之間也存在著自我治理能力差異性的問題，這些因素

都會影響失業者的就業轉銜成效。對於失業者而言，原本就業保險制度提供

的社會支持作用是：提供失業給付以支持失業者在失業時降低來自社會與經

濟層面的壓力，進而促使失業者形成「工作生活的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在

工作福利體制與積極促進就業的政策目標下，就業保險制度在制度設計理念

上，假設能夠藉由「合格標準」的制度設計，以「減少或取消失業給付」的

手段，激勵失業者形成「自我治理」能力與尋職誘因，進而產生尋職行為，

但是這種制度設計方式，對於部分失業者而言，未必能夠產生尋職誘因，因

為「減少或取消失業給付」的制度設計方式，乃是建立在迫使失業者面臨「去

除誘因」（disincentive）的經濟威脅上，可能會促使部分失業者更清楚地認識

到自己正處在經濟困境的劣勢中，無助於促使這些失業者釐清自己未來的職

業發展途徑（Haagh,	2006:	391）。其次，失業者是否能夠順利達成「就業轉

銜」的問題，其實並不只是個人具備「自我治理」能力就可以達成的，還涉

及到一項關鍵的客觀因素：勞動市場風險對失業者個人的威脅程度。倘若勞

動市場彈性化程度明顯，非典型的工作機會日益增加，則即使失業者個人在

主觀期待上有再就業的意願，也具備自我治理能力，但是這種勞動市場的高

風險，也必然會對失業者進行的尋職行為造成相當程度的限制，導致失業者

很可能只能進入非典型工作部門短暫再就業。

由上述可以得知：在工作福利體制與積極促進就業的政策途徑下，就業

保險制度會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在享有領取失業給付的權利之前，必須先履

行所謂的「個人責任」，但是「個人責任」這項概念的內涵，不僅涉及到失業

者個人的工作生活自我治理能力，而且還與就業保險制度的設計方式、勞動

市場的風險程度有直接關聯，也就是失業者能否順利地完成就業轉銜，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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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給付申請人個人能夠片面主導，在這種情況下，就業保險制度對於「個

人責任」的強制性要求程度，將會影響失業給付申請人的權利與義務是否處

於平衡的狀態，進而衍生出 Bothfeld與Betzelt（2010:	10）所提出的議題：對

於失業給付領受者個人而言，就業保險制度究竟是支持或是降低了失業給付

領受者的「個人自主性」（individual	autonomy）？Bothfeld	與 Betzelt分析指

出，衡量失業給付「品質」程度的指標包括：權利面向的失業給付的時間、

失業給付的金額水準，以及義務面向的領取失業給付的合格標準、接受合適

工作的資格條件、要求參與勞動市場政策方案的嚴格程度等，而在就業保險

制度中，良好的失業給付金額與相關服務的品質，將可提供失業給付領受者

享有基本的生活水準，維持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個人自主性，進而促使失業給

付領受者再就業；但是相對而言，若是失業給付與相關服務的品質不佳，即

失業給付金額不足、失業給付的時間較短、或是失業給付的合格標準與資格

條件等義務過於嚴格時，將不足以維持失業給付領受者享有正常的生活水

準，難以維持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個人自主性。Grubb（2000:	149）分析指出，

隨著就業保險制度設計的合格標準對於「個人責任」的強制性要求程度有所

不同，對於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個人自主性，可能產生三種不同的影響效應。

第一是行為效應，就業保險制度往往會設計出要求申請失業給付者必須在短

期內開始尋職的規定，對於失業者的個人責任要求程度可以被失業者接受，

此種制度設計雖然確實能夠促使失業給付領受者在規定的短期內出現尋職行

為，但是否能夠促使失業給付領受者尋得適合的工作，則會受到勞動市場的

影響，這種情況對於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個人自主性，影響較小。第二是反向

效應，發生於就業保險制度的合格標準規定要求失業給付領受者必須負擔的

尋職義務超過享有權利的情況，對於失業者的個人責任要求程度難以被失業

者接受，此時失業給付領受者會降低進行尋職意願，以消極方式因應就業保

險制度要求達成的尋職義務，導致對尋職行為產生反向效應。第三是排除效

應，發生於行政機關宣告個別失業給付領受者不符合「合格標準」時，失業

給付領受者因為被判定為無能力繼續工作或尋職意願不足時，就會被排除在

保障範圍外，而合格標準的設計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個人責任要求程度愈

高，就愈有可能導致失業者被排除而無法領取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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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就業保險制度的核心設計理念雖然是以強化失業給付領受者

的「個人責任」為基礎，藉以達成工作福利體制下的積極促進就業政策目標，

但是強化「個人責任」，卻不應該降低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個人自主性」，而

其中的關鍵因素即是就業保險制度對於失業給付領受者在「權利」與「義務」

二方面能否平衡設計的制度性因素，亦即就業保險制度設計時必須避免失業

者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出現不平衡的情況。

參、臺灣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的 
服務模式變革背景

自從 1999年臺灣開辦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制度，進而在 2003年變革為就

業保險制度後，就業保險制度就改變了原本勞保失業給付制度單純的所得安

全功能，擴充為「促進就業」與「所得安全」功能並存，強調不可消極地只

發放失業給付，而應該引進「工作福利」的理念，積極促進失業者在請領失

業給付的同時，也能夠接受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以促使失業給付領受者再

就業。在強化「積極促進就業」的政策目標下，2003年立法實施的《就業保

險法》，將失業給付、職業訓練、就業服務等整合成為「三合一」的整合化服

務模式，也就是以「單一窗口」的方式受理失業者申請三項制度性措施，藉

以促使失業者在請領失業給付時，必須積極參與推介就業與職業訓練方案，

自此建構形成了以「就業保險制度」為核心的「三合一」整合式就業安全體

系。

在 2003年導入「三合一」的整合化服務模式後，勞動力發展署就依照

《就業保險法》訂立〈公立就業服務機關辦理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實施之

後，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實務運作，卻造成普遍的運作問題。首先，在

「求職者推介就業成效」方面，依照《就業服務法》規定的「零拒絕」原則，

就業服務人員不論求助對象的身分為何，都不可拒絕，因此在「單一窗口」

的臨櫃服務作業上，不論是申請失業給付者或是求職者都是以抽取號碼牌決

定服務順序，就業服務人員在服務過程中無法自行「選擇性排除」服務對象，

但是由於「失業給付服務」所需要的法定失業認定作業流程時間，超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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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就業」時間甚多，因此失業給付申請人數愈多的就業中心，就愈有可能發

生對於求職者推介就業的排擠問題，進而導致就業中心提供的推介就業成效

不佳（李健鴻，2008:	136）。

第二，在「失業給付領受者就業成效」方面，儘管相較於勞工保險失業

給付制度，《就業保險法》已經明顯強化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尋職義務要

求，但是「失業給付領受者就業成效不佳」的批評聲浪卻始終高漲。根據勞

動力發展署的追蹤調查資料，從 2005年至 2010年，在「領滿失業給付並且

已經屆滿二個月的失業給付領受人」（包括已領完六個月失業給付且屆滿二

個月者，以及未領完失業給付六個月即已就業者）之中，受僱的已就業者人

數只占全部失業給付申請人的 35.94%，即使加計自行創業者占全部失業給付

申請人的 1.37%，二者合計只占全部失業給付申請人的 37.31%，可見相對多

數失業給付申請人在領滿失業給付且屆滿二個月後未能再就業，代表就業保

險制度並未達到原定的促進再就業政策目標（江宛琦，2011:	69）。

面對「失業給付領受者就業成效不佳」的批評，勞動力發展署認為，失

業給付領受者就業成效不佳的關鍵問題在於：「三合一」的整合化服務模式未

能提供及時的「個人化就業輔導」（許金龍，2008:	74）。因為依照〈三合一服

務流程〉規定，失業給付申請人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後，就會先由接待台的

志工瞭解失業給付申請人的需求，協助填寫求職登記表及失業給付申請表，

並引導抽取號碼牌後至綜合服務區辦理簡易諮詢、失業給付書表審核及建

檔，若有失業再認定三次以上者，才會後送至諮詢服務區，此時才由個案管

理員提供「個人化」的就業輔導服務。由於在初次失業認定與二次的失業再

認定過程中，〈三合一服務流程〉採取「非專人輔導」的方式，就業服務人員

難以掌握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尋職情形與問題，因此才會出現部分失業給付申

請人無意求職的道德風險問題（勞動力發展署，2010a）。為了因應金融危機

時期社會輿論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再就業成效不佳的批評，勞動力發展署自

2009年2月起，就選定一處就業中心進行「一案到底作業模式」的實驗計畫，

2010年 3月，再選定六處就業中心，試辦「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3（勞

3	 	勞動力發展署在 2009年 2月就開始在新營就業中心進行「一案到底」的實驗計畫，實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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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發展署，2010b），2011年 8月，擴大試辦範圍至十五處就業中心，2012

年 10月，公布〈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要求所有就業中心

全面實施「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勞動力發展署，2012a），至此臺

灣的就業保險制度正式進入強化「工作福利」治理原則的「一案到底」個人

化服務模式新階段。

觀察「三合一」流程的服務模式轉化過程，其實歷經了治理目標的階段

性變化。在 2010年的「一案到底」試辦階段，在 2010年 3月公布〈失業認

定單一窗口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試辦計畫〉的「前言」中指出：「由於從 2009

年至 2010年的失業給付案件數呈下降趨勢，因此可以思考如何避免失業認定

作業排擠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一般求職求才之核心業務」，由此可知原本勞動

力發展署試辦「一案到底」服務模式的主要目標是：想要解決失業認定作業

排擠求職求才核心業務的問題，特別是申請失業給付人數愈多的就業中心，

就愈有可能因為失業認定的服務人力不足而發生對於求職者推介就業的排擠

問題，因此在〈失業認定單一窗口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試辦計畫〉的「實施方

式」中，特別強調必須先採取「求職求才服務與失業給付認定服務分流」的

作法，這是一種強調「結構性改造」的治理，至於「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

務模式，則只是一種配套性的服務措施。但是至 2012年 10月公布〈推動就

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時，「避免因為失業認定作業之服務人力不足

而排擠求職求才核心業務」已經不是考量重點，因為勞動力發展署認為「失

業認定單一窗口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試辦計畫經檢討評估具正面成效」，因此

在「失業認定一案到底服務」所建立的基礎上，可以擴大辦理至所有求職求

才服務範圍（吳淑瑛，2013:	5），也不需要採取「一般求職求才與失業給付

認定業務分流」的作法，全面辦理「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的「個人治

理」，成為此時的主要治理目標。雖然勞動力發展署已經從原本「一案到底」

試辦階段的「結構性治理」目標，轉而強調〈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

式計畫〉的主要治理目標，是以「個人化服務模式」為核心內涵的「個人治

	 	畫結束後，2010年 3月 1日公布〈失業認定單一窗口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試辦計畫〉，宣布
勞動力發展署所屬的五個區域分署，每一個分署選定一個就業中心，試辦一案到底作業模

式計畫，加上新營就業中心，共計六處試辦的就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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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是事實上，在就業服務系統中所實施的「個人治理」，其實還是在「結

構性治理」的脈絡中運作，二者彼此聯結，難以完全脫離，因為「一案到底」

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仍然是在「求職求才服務與失業給付認定服務單一窗

口」的脈絡中實施，而在「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並未採取「求

職求才服務與失業給付認定業務分流」結構性改造措施的情況下，還是必須

面臨「因為失業認定作業之服務人力不足而排擠求職求才核心業務」的結構

性限制問題。

「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的建構與實施，其實不只是一種作業流程

的變革而已，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新型態的治理模式，因為「一案到底」

個人化服務模式同時導入了多項施加於失業給付申請人的「促進尋職」治理

機制，而這些治理機制正是藉由「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作業流程的

串聯，才能夠彼此緊密聯結運作，共同加強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遵守各

項詳盡的尋職義務規範。因此，為了瞭解「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對於

失業給付申請者造成的影響，有必要進一步從制度運作的角度深入分析在

「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下，各項強化「促進尋職」的治理機制內涵

以及運作方式。具體而言，在申請失業給付的過程中，施加於失業給付申請

人的「促進尋職」治理機制依序是：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強化尋職

義務的失業認定機制、早期介入的個人化諮詢機制。以下分別說明三項治理

機制的內涵與運作方式，以及三項治理機制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權利與義務

的影響。

肆、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

一、「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的治理內涵

「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針對原有〈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的標

準化流程進行改造，其基本原則是：要求所有失業給付申請人都必須參加「一

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因為只有在全面參與下，各就業中心才能夠明

確評估實施「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後所需要的人力及物力，並且調

整因應的可行作法。具體而言，「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下的作業流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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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包括二項新型態的服務方式，以下分別說明之（吳淑瑛，2013:	6）。

第一，失業認定由「固定專人」提供服務：初次申請失業給付者申請辦

理求職登記、簡易諮詢、初次失業認定時，仍然以抽號碼牌決定順序，採取

「隨到隨辦」方式受理，此點與「三合一」服務模式的作業流程相同，但是失

業給付申請人之後申辦失業再認定時，則改由「固定專人」受理，並且建立

申請人的個人檔案，全程提供個人化服務，也就是針對每一件失業給付申請

案，分案後即由專人辦理失業再認定、就業諮詢、安排就業促進研習活動，

並運用各項就業促進工具推介就業，而對於無就業意願的失業者，則必須藉

由停止核發失業給付的管制手段，抑制失業給付領受者的道德風險問題。

第二，「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建置「失業再認定預約系統」，

簡化失業給付申請人與就業服務人員預約時間的行政作業。在預約制的尋職

時間管理機制下，初次申請失業給付者或未預約者，由督導人員指定專人服

務，初次服務結束前，由該專責人員預約下次服務時間以持續提供服務；已

預約的申請失業給付者申請失業再認定時，由接待台直接分流至專責人員服

務櫃台，未預約但是曾經辦理求職登記的失業者，也會由專責人員受理。

在上述勞動力發展署的說明中，全面實施「固定專人服務」與「預約制」

的依據是來自於 2010年六處就業中心的試辦評估具有正面成效，勞動力發

展署以潮州就業中心的調查為例指出「申請者對於專人提供全程服務能否重

建就業自信與能力重回職場，持正面肯定者占 69.8%，只有部分助益者占

16.1%，不能協助者僅占 14.3%；對此項服務感到滿意者占 85.7%」，但是同

一項調查卻同時指出「申請者對於辦理失業認定採取預約方式，喜歡者（含

有點喜歡）占 35.7%，不喜歡者占 64.3%」（吳淑瑛，2013:	7），由此顯示失

業民眾雖然對於「固定專人服務」的評價以正面者居多數，但是對於「預約

制」的評價卻以負面者居多數，因此整體而言，失業民眾對於二項新服務方

式的評價，其實呈現分歧的看法，並不能論斷為試辦具正面成效。更重要的

是，勞動力發展署選擇試辦的六處就業中心，都是失業給付申請者人數偏少

的丙級就業中心，失業認定業務排擠求職求才服務的程度，明顯低於甲級與

乙級就業中心，在失業民眾對於丙級就業中心的試辦成效之看法尚有分歧的

情況下，就推動全面實施「一案到底」服務模式，其評估的基礎其實仍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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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強。

從上述作業流程內涵可以得知，政府實施「一案到底」新服務模式的核

心變革特徵是：從原本「三合一」整合服務模式下的「非預約制時間管理—

非專人提供個人化尋職督促」作業流程，轉變為「預約制的標準化尋職時間

管理—專人提供個人化尋職督促」的作業流程，其主要目的是：藉由「預

約時間」的方式，設定個別失業給付申請人在作業流程中各個階段必須完成

的尋職義務，建立形成申請人的「尋職義務檢核時間表」，4再由就業服務人

員依照「尋職義務檢核時間表」，在每次尋職檢核時間點來臨前，就提醒申

請人必須在約定時間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陳述尋職情形，以持續強化對於申

請人施以「固定專人」及「個人化」的尋職行為督促。在「預約制的尋職時

間管理機制」下，在制度執行上，各個階段的尋職時間預約管理方式，依序

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個階段是「初次申請失業給付的時間管理」，〈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

底作業模式計畫〉規定：就業服務人員提供每位申請人的每次標準化服務時

間以三十分鐘為原則，目的是為了提高就業服務人員的服務效率，並且做為

對於就業服務人員進行「績效管理」的評量依據，每位就業服務人員每日以

服務十二位申請人為績效目標，雖然勞動力發展署指出這項績效目標乃是一

項參考性的評量指標，但是仍然對於就業服務人員造成實質上的工作績效壓

力。可是這項標準化的時間管理規定，卻明顯與「初次申請失業給付的作業

規定」出現了制度之間的矛盾，因為〈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

並未簡化〈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中的「初次申請失業給付」作業規定，因

此「一案到底」作業模式的初次申請失業給付認定作業仍然有十二項審查作

業步驟之多。5

4	 	在「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下，失業給付申請人初次申辦失業給付且初次失業認定
完成時，就業服務人員就會發給申請人「失業給付申請案件認定與再認定單」，內容是：依

照時間順序登記申請人與就業服務人員的各次約定時間的表格，每次約定失業再認定的時

間後，就會將約定日期與時間寫在認定單上，正本交由失業給付申請人帶回，副本則由就

業服務人員留存，以利提醒、追蹤與檢核每次申請人的尋職情形，因而稱為「尋職義務檢

核時間表」。

5	 	十二項審查作業步驟為：審查檢附文件是否齊備（包括求職登記表、失業給付申請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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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複雜又限定審查時間的初次申請失業給付審查作業流程中，失業給

付申請人只要有一項文件資料未備齊、或是有一項條件未能審查通過，就會

被就業服務人員認定為不符合審查規定，無法申請失業給付，此時就業服務

人員就會依照預約制的規定，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預約下次的審查時間，迫

使申請人延後申請時間，影響申請人的權益。為了避免出現申請人發生與就

業服務人員的爭議，因此在開始辦理「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後，勞動

力發展署就修訂〈就業保險給付要項注意事項〉6（勞動力發展署，2012b），

其中除了列出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各項權利與義務，並且增訂「就業服務一案

到底作業模式之注意事項」，交由就業服務人員在申請人初次申請失業給付

時說明，並且要求申請人必須在「〈就業保險給付要項注意事項〉本人收訖

知悉亦願配合」的切結書上簽名確認同意。

第二個階段是「等待期的尋職時間預約與尋職檢核」，依照〈推動就業服

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登記後，自求

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訓，這項規定與《就業保險法》相

同，在此「十四日」就是所謂「等待期」。依此規定，失業給付申請人在初

次申請失業給付與完成初次失業認定後，還有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

業之義務，因此就業服務人員會在初次失業認定完成時，與申請人預約等待

期屆滿前的會面日期，要求申請人回覆推介卡，以檢核申請人在十四日內的

推介就業情形，若是失業給付申請人未能在約定會面時回覆推介卡，則申請

人就會面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法撤銷初次失業認定的行政處分，導致申請

人無法領取失業給付。

	 	職證明書）→上電子閘門審查申請人的勞保加退保紀錄以確認已失業→電話訪談雇主確認
離職證明書或查閱資遣通報名冊→訪談表傳真給雇主請其確認後回傳→輸入求職登記表→

簡易諮詢→推介工作→失業認定→進電腦系統作業→列印表單→說明下次認定時間及應備

文件→書面歸檔。

6	 	2003年《就業保險法》實施後，勞動力發展署就已訂立〈就業保險給付要項注意事項〉，
明訂失業給付申請人的法定權利與尋職義務，但是在 2012年實施〈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
作業模式計畫〉後，勞動力發展署就在〈就業保險給付要項注意事項〉中，增訂「就業服

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之注意事項」，將「固定專人」、「預約制」等列入注意事項，交由就業

服務人員向申請人說明，並要求簽名切結同意後，才進入初次失業認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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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階段是「失業再認定的持續性預約與尋職檢核」，依照《就業保險

法》規定：申請人必須每月辦理失業再認定，而且每次失業再認定都必須提

供二次求職記錄。由於失業給付最多可以領取六個月，因此若是申請人領取

完六個月的失業給付，就必須進行五次失業再認定，在實務上，原本就業服

務人員依照〈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之規定，將申請人到站申請日期視為初

次失業認定日期，並將下個月的七日內視為失業再認定日期。但是〈推動就

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卻規定：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配合「預約制」

來決定失業再認定日期，即申請人必須在每次辦理失業再認定結束前，與就

業服務人員預先約定下個月失業再認定的時間。

在〈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中，有一項特別規定是：若

是失業給付申請人於約定時間前通知就業服務人員欲更改失業再認定的時

間，此時就業服務人員可以採用申請人親自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日期登錄

做為失業再認定日期。但是這項規定出現的漏洞是：並未規定若是就業服務

人員基於作業需要而提出更改約定時間的情況時應該如何處理，甚至如果因

此而導致申請人的領取失業給付日期延誤，將可能會損及失業給付申請人領

取失業給付的權益時，又應該如何處理，由此顯見〈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

作業模式計畫〉對於失業再認定作業時應採取「預約制」的規範，並不完整

（吳佳玲，2013:	52）。

二、「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的治理作用

根據上述，「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建構了一套預約制的失業給付

申請人尋職時間管理機制，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藉由這項新的治理機制，可以

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在尋職歷程中的尋職行為，產生三項新的治理作用，這

是原本在〈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的治理模式下難以達到的治理作用。

首先是「可預知性」，就業服務人員透過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可

以事先建構出個別失業給付申請人一系列完整的「尋職義務檢核時間表」，

而「尋職義務檢核時間表」上的每一個檢核時間點，都代表了失業給付申請

人必須出現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以及向就業服務人員報告尋職情形的時間

點，而為了防範申請人因為個人特殊因素而無法如預約時間出現，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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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會依照規定在預約日期的前一天進行聯絡，如此就業服務人員就可以事

先預知與掌握個別失業給付申請人的時間動向，進而督促失業給付申請人如

預約時間正常出現。

第二是「可約束性」，就業服務人員可以透過預約制的方式，將失業給付

申請人在每一次時程階段內必須完成的尋職義務，事先告知申請人，在告知

後，並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在〈就業保險給付要項注意事項〉的切結書

上簽名同意，以確認申請人已經明確瞭解規定的尋職義務，並且願意執行，

將尋職義務行為植入在申請人的個人尋職歷程中，也就是將「預先約定尋職

時間」轉化為「預先約束尋職義務行為」，就此而言，「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

理機制」其實乃是存在於「失業給付申請人」與「就業服務人員」間，一種

具有「行政契約性質的聯結關係」，即就業服務人員對於申請人的尋職行為

進行監督與約束的關係。

第三是「可評量性」，就業服務人員可以藉由預約制，持續性追蹤與監

督失業給付申請人是否確實在每一次預定的時程內完成尋職義務，以及完成

尋職義務的程度為何，若是有尋職義務行為達成度不佳者，則就業服務人員

就可以在下次預約會面前，事先瞭解與評估申請人的尋職情況與問題，擬定

加強推介就業的對策，並在約定會面時，即時加以要求與約束，並告知若是

未依約定完成尋職義務，就會受到停止失業給付的行政處分。

在上述「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的治理作用下，是否在實務上真

的能夠產生正面的就業成效呢？根據勞動力發展署所屬的桃竹苗區分署評估

指出，該分署之各就業服務機構採取預約制的失業民眾比例，從 2012年 9月

的 20%大幅提升為同年 11月的 80％，而這些失業民眾的就業成效，可以從

初期就業率7來分析，桃竹苗區分署從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

7	 	在此所謂「初期就業率」，意指「失業者在接受推介就業服務措施後的初次就業率」，由於
失業者在初次就業後，有部分失業者可能會因為工作適應問題而再次失業，因此「初期失

業率」往往會隨著時間而下降，並不是穩定的就業率，因而勞動部正式採用的指標乃是國

際上各國通用的「穩定就業率」，意指「失業者初次就業三個月後的就業率」。在此處，由

於桃竹苗區勞動力發展分署只公布「初期就業率」，並未公布「穩定就業率」，因此在本文

內只能以「初期就業率」來進行對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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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一般求職者 5,309案，協助 3,724人次就業，初期就業率為 52.5%，服務

失業給付者 6,938案，協助 3,646人次就業，初期就業率為 70.1%（丁玉珍、

陳秀玲，2013:	60）。但若是與 2012年 1月至 9月 30日尚未實施「一案到底」

服務模式期間的就業率相比較，服務一般求職者 81,226案，協助 51,502人

次就業，初期就業率為 63.4%，服務失業給付者 10,317案，協助 8,092人次

就業，初期就業率為 78.4%（辛炳隆、李健鴻，2012:	20）；可見實施「一案

到底」新服務模式期間的初期求職就業率與初期失業給付者就業率，與未實

施「一案到底」新服務模式時期的初期就業率相互比較，都相對較低。

綜合上述，「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企圖改變原本在〈三合一就業

服務流程〉模式下「失業給付申請人—就業服務人員的聯結關係微弱」的問

題，進而重新建立起「就業服務人員與失業給付申請人的持續聯結關係」，但

是在這種新的聯結關係中，乃是以「就業服務人員單向監督申請人尋職時間

與尋職義務」為導向，即就業服務人員藉由「預約制度」對於申請人進行尋

職時間的設定與管理、預知與檢核、尋職義務行為的約束等一系列的尋職監

督作為，同時，「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也為之後執行的失業認定機

制、個人化的就業諮詢機制，建立形成有效操作的運作基礎。

伍、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認定機制

一、「失業認定機制」的治理作用

在就業保險的失業給付制度中，「失業認定機制」是指：核發失業給付之

行政機關針對申請者的請領資格進行資格標準的查核，並且依據規定進行失

業身分的認定，確認申請者是否確實處於失業狀態，查核確認後方可核發失

業給付（Hasselpflug,	2005:	5）。失業認定機制的主要治理作用是：對於失業

給付核發對象的篩選與控制，也就是一方面「辨識」與「篩選」出不符合標

準的失業給付申請人，將其排除在失業給付的核發範圍外，同時也「篩選」

出符合標準的失業給付申請人，藉由「停止或減少失業給付」的手段促進其

再就業。

為了配合「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的試辦，因此勞動力發展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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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月公布實施〈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8由於這項行政規則所

訂立的失業認定標準，已經完全納入〈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

內，因此目前已經成為全臺灣所有就業中心的就業服務人員在「一案到底」

個人化服務模式下，執行失業認定作業時的依據。政府制定〈就業保險失業

認定作業原則〉的時機是在金融危機之後不久，由於金融危機時期的失業給

付申領者人數，從 2008年 11月的 3萬 7千人快速增加為 2009年 12月的 7

萬 1千人，連帶導致領取失業給付而未積極尋職的福利依賴者人數也有所增

加，引發社會輿論的批評，根據勞動部公布的《98年領取失業給付勞工之就

業關懷調查》顯示：在領取失業給付者中，有 12%是「沒有工作且不想或未

去找工作」的福利依賴者，未積極尋職的主要原因有「照顧家人」占 3.8%、

「工作難找」占 2.6%、「健康不良」占 1.8%（勞動部，2009:	4）。在上述社會

背景下，政府制定〈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就業

服務人員必須依照〈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的規定，加強對於失業給

付申請人的彈性制約，促使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確實遵守尋職義務的規定，

以避免失業給付申請人認為「就業服務人員未必會落實執行失業認定機制」

進而產生福利依賴的問題，並且促使失業給付申請人積極尋職。根據〈就業

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第一條的說明，其主要目的是「協助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依照《就業保險法》之規定，提供就業諮詢、推介就業、安排職業訓練

服務，以完成失業認定，並促進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再就業」，從這項說明可

以得知：政府企圖藉由加強要求就業服務人員在失業認定過程中落實提供就

業諮詢、推介就業、安排職業訓練等各種方式，以達到促進失業給付申請人

再就業的政策目標。

檢視〈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在權利與義務

二方面的規定，整體而言，〈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乃是在「領取權

8	 	〈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在法令上的位階只是行政規則，依照行政法的法理，其訂立
目的是行政機關用以規範所屬公務人員行為的內部行政規範，但是〈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

業原則〉的實際內容卻不只是要求就業服務人員，而且也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依該作

業原則配合執行更多的尋職義務事項，因此各就業中心的就業服務人員多將〈就業保險失

業認定作業原則〉別稱為「強制推介就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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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變、負擔義務增加」的制度設計原則下訂立相關規定，在此，政府基於

「促使失業給付申請人積極尋職與降低福利依賴」的目的，藉由「負擔尋職義

務增加」的制度設計方式，促使就業服務人員加強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彈

性制約，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負擔更多的尋職義務，以降低失業給付申

請人出現福利依賴問題的可能。首先在「領取權利」方面，並未增訂規定，

因此就業服務人員仍然是依照《就業保險法》對於「給付標準」（平均月投保

薪資之 60%）的規定，核發失業給付；但是在「負擔義務」方面，則是訂立

新增的尋職義務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促進失業給付申請人再就業，應

要求失業給付申領人必須展開尋職行動，而針對尋職行動過程的強制性規定

有三項，都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請領失業給付的權利與義務，造成了實質的

影響（勞動力發展署，2011）。第一，初次失業認定：申請人求職登記與完成

簡易諮詢後，就必須進行「失業初次認定」，就業服務人員必須審查申請者的

求職證明與資格證明文件，以確認申請人處於「失業狀態」資格，初次失業

認定後，自求職登記日起十四天內必須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第

二，失業再認定：在未就業前，每名申請者每個月必須到就業中心進行失業

再認定一次，因此每一名失業者倘若領取完六個月失業給付，則就業服務人

員至少必須進行六次失業認定；申請人在第一次、第二次申請失業再認定

時，每月至少必須接受一次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在申請第三次失業

再認定時，每月至少必須接受二次推介就業，在這種「例行化」的制式作業

流程中，政府不僅重複確認了失業給付申請者的「個別失業狀態」與資格身

分是否符合認定標準，而且還對於失業給付申請者的尋職行為進行了持續性

的高度監督。第三，推介就業之回覆：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在推介就業的七

日內，將就業與否的回覆卡送回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若是未在七日內回覆，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依照《就業保險法》規定停止辦理當次失業認定或再認

定，已辦理認定者，撤銷其認定。被停止辦理或撤銷初次失業認定者，申請

人再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給付時，需有十四日之等待期；停止辦理

或撤銷失業再認定者，需於一個月後申請再認定。



「工作福利」治理下「個人化服務模式」對失業者權利與義務的影響 69

二、「失業認定機制」的「尋職義務規定」比較分析

比較《就業保險法》與〈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二者對於失業給

付申請人在失業認定過程中必須遵守的尋職義務規定，從表 1可以得知，整

體而言，呈現出一種「未遵守尋職義務時的處分不變、尋職義務增加」的情

形。首先，就「未遵守義務時的行政處分規定」面向來看，《就業保險法》與

〈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二者都是依照「工作福利」的理念，訂立了申

請人未遵守尋職義務規定時必須處以行政處分制度，而且二者的處分相同，

包括「未於期限內檢送就業與否回覆卡時停止或撤銷辦理失業認定或再認

定」、「無合法理由不接受推介就業時拒絕受理失業給付申請」。

表 1：《就業保險法》與〈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的尋職義務規定比較

尋職義務規定項目 《就業保險法》的尋職義務規定

「一案到底作業模式」執行之

〈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的

尋職義務規定

初次失業認定之尋職義

務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登

記後，自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

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訓

申請人求職登記後即進行初次失

業認定，自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

內需接受推介就業或安排職訓

第一次及第二次失業再

認定時必須接受推介就

業之次數

未規定申請人必須接受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之次數

申請人每月必須至少接受一次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第三次失業再認定後必

須接受推介就業之次數

未規定必須接受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推介就業之次數

申請人每月必須至少接受二次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每次失業再認定時必須

提供之求職記錄

申請人至少必須提供二次求職

記錄

申請人至少必須提供二次求職記

錄

未於期限內檢送就業與

否回覆卡時的行政處分

未於期限內檢送就業與否回覆

卡者，應依本法第 27條第 2項
規定，停止或撤銷辦理當次失

業認定或再認定

未於期限內檢送就業與否回覆卡

者，應依《就業保險法》第 27條
第 2項規定，停止或撤銷辦理當
次失業認定或再認定

無合法理由不接受推介

就業時的行政處分

無《就業保險法》第 13條所
規定正當理由不接受推介之工

作，應依第 15條規定拒絕受
理失業給付之申請

無《就業保險法》第 13條所規定
正當理由不接受推介之工作，應

依第 15條規定拒絕受理失業給
付之申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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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尋職義務增加」面向來看，二者在「初次失業認定的尋職義務」

方面訂有相同的規定，〈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未再增訂義務規定的

原因是：2003年《就業保險法》實施後，〈三合一就業服務作業原則〉對於

初次失業認定的作業規定與要求義務已經十分詳盡，因此並未再增訂義務規

定。初次失業認定規定的義務包括：求職登記、簡易諮詢、推介工作、於七

日內檢送就業與否回覆卡、檢送二次求職記錄。

在「失業再認定的尋職義務」方面，〈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要求

申請人必須遵守的尋職義務規定，比起《就業保險法》的規定更為嚴格，因

而使得〈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這項行政規則，逾越《就業保險法》

母法的規定，並且成為一種「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再認定機制」，在此，政府

企圖藉由「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再認定機制」的制度設計方式，促使就業服

務人員必須依照〈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的規定，加強對於失業給付

申請人在失業再認定過程中的制約，也就是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在失業

再認定的過程中負擔更多的尋職義務，避免失業給付申請人認為「就業服務

人員未認真執行失業認定機制」而產生福利依賴現象，以達到「促使失業給

付申請人積極尋職與降低福利依賴」的政策目標，以下分別從二方面分析說

明之。

首先，在「失業再認定必須接受推介就業之次數」規定方面，《就業保

險法》並未明確規定申請人必須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推介就業之次數，而

〈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則是明確規定：第一次及第二次失業再認定

時，申請人每月必須至少接受一次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推介就業；第三次失業

再認定後，申請人每月都必須至少接受二次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推介就業。對

於失業給付申請人而言，申請辦理失業再認定的次數越多，則必須接受公立

就業服務機關的推介就業次數就越多，也就是必須遵守的尋職義務越多，若

是申請人未能完成規定的推介就業次數，則將會面臨「拒絕受理失業認定申

請」的處分，無法申請失業給付。

第二，在「失業再認定時提供求職記錄」規定方面，《就業保險法》第三

十條規定，辦理失業再認定時，失業給付申請人應至少提供二次以上的求職

記錄，在此所謂「求職記錄」，可以包括：公立就業服務機關之推介卡記錄、



「工作福利」治理下「個人化服務模式」對失業者權利與義務的影響 71

申請人自行求職之求職記錄。而〈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雖然也是要

求申請人在失業再認定時，必須提供二次求職記錄，但是由於同時還要求申

請人在失業再認定時，必須至少接受一次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推介就業，因此

如果申請人已經依規定提供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卡以外的二次自行求職記

錄證明，但是並未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關的推介就業，而且也因此未能在

七日內送回推介卡，此時這位失業給付申請人雖然已經符合《就業保險法》

要求的求職義務規定，但是卻仍然未能符合〈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

的規定，將會面臨停止辦理當次再認定的處分，無法申請失業給付。

陸、早期介入的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

一、「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的治理作用

在歷經了「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認定機制」進行篩選之後，確認符合各

項「合格標準」的失業給付申請人，在「預約制標準化時間管理—專人提

供個人化尋職督促」的作業流程中，還必須接受由專人提供的就業諮詢、個

案管理、就業促進研習活動等「個人化的就業諮詢機制」改造措施。在「一

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下，政府實施「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的主要治

理作用是：不僅要確認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就業意願」與「就業能力」是否

符合尋職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還必須對於「就業意願不足」的失業給付

申請人進行持續性的改造，加強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執行尋職義務的要求，

降低失業給付申請人的福利依賴問題，將失業給付申請人「改造」成為具備

「就業意願」以及「積極尋職行為」的尋職者，而不再是只想消極領取失業

給付的失業者。

2003年實施「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之初，勞動力發展署就制定了「就

業諮詢服務計畫」，規定失業者申請失業給付時，由第一線的就業服務人員進

行首次「簡易諮詢」後，再進行初次失業認定，但是只有在失業者申請「第

三次失業再認定」時，第一線的就業服務人員才會將申請人後送，由第二線

的個案管理人員進行深度就業諮詢。在實務上，「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下

「就業諮詢制度」的問題是：在效果有限的首次簡易諮詢後，直到申領失業給



7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付者申請「第三次失業再認定」時，也就是經過十四天的等待期與三個月領

取失業給付時的多次推介尋職失敗後，才由個案管理人員介入提供深度的就

業諮詢服務，這種「延遲介入」的制度設計，其後果就是：對於原本具有積

極尋職意願的失業給付申請人，難以提供「即時」的就業諮詢服務（許洺滉，

2009:	71）。

為了解決「延遲介入」問題，勞動力發展署在 2010年 3月公布實施的

〈單一窗口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試辦計畫〉中，就建立了「早期介入的個人化

就業諮詢機制」，而且這項機制已經完全納入勞動力發展署在 2012年 11月

公布的〈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中，這項計畫將一案到底的

服務範圍擴大至所有的就業服務業務，因此目前已經成為臺灣所有就業中心

全面實施的作業模式。這項機制規定各就業中心必須配置比較資深的就業服

務人員在櫃台，以作事前之分流，分流後由專人提供一案到底之服務，同時

第一線的就業服務人員必須以原本第二線個案管理員的角色，針對失業給付

申請人在初次申請失業給付時或是失業者申請求職服務、職業訓練時，就量

身訂作出可以整合就業諮詢、就業促進工具、推介就業的服務方式，以協助

申請人重返職場。這項「早期介入的個人化諮詢機制」，企圖將原本第一線

的就業服務人員全部轉型為個案管理人員，在申請人初次申請辦理失業給付

或是求職服務、職業訓練時，就開始介入，提供就業諮詢服務，強化對於失

業者的職涯與就業諮詢服務。

「早期介入的個人化諮詢機制」包括三項個人化的諮詢服務措施，共同

施加於失業給付申請人，企圖提升申請人的就業意願，促使其展開尋職行

為。第一，就業諮詢服務：主要目的是瞭解申請者的就業意願、尋職情況，

申請人在申請失業給付後，至少必須接受一次簡易就業諮詢，由就業服務人

員提供選擇職業、轉業資訊的服務，並且評估申請人的失業週期、工作能

力、就業意願、自行尋職能力、表達能力、參加職業訓練必要性、提升數位

能力需要性、參加創業諮詢必要性等，依照評估結果，進一步提供個案管理

服務，辦理推介就業。第二，個案管理服務：主要目的是重建申請人的尋職

目標與就業計畫，由個案就業服務員進行晤談，提供一對一的個案服務，並

建立個案管理工作記錄，個案就業服務員應檢視申請人的就業諮詢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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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提供各項處遇服務，包括：轉介到社會福利或醫療機構、提供多次就

業諮詢、就業促進研習活動、職業訓練諮詢、運用各項就業促進津貼工具、

推介就業、轉介到專業心理治療機構等，必要時應視求職者之情況擬定個別

性的就業協助行動計畫。第三，就業促進研習活動：主要目的是強化申請人

對於勞動市場人力需求情況的瞭解與尋職技巧，就業服務人員必須在失業再

認定時期，每三個月就安排申請人依規定參加一次就業促進研習活動，每次

至少四小時。

二、「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的「就業諮詢義務規定」比較分析

比較《就業保險法》與〈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二者對

於失業給付申請人在接受「個人化就業諮詢」過程中必須接受的就業諮詢義

務規定，從表 2可以得知，二者依照「工作福利」的理念，都訂立了「失業

給付申請人未遵守諮詢義務時必須處以行政處分」的規定，包括「無合法理

由不接受就業諮詢時應拒絕受理失業給付之申請」、「無合法理由不接受就業

促進研習活動時拒絕受理失業給付申請」，但是在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接受

的各項就業諮詢義務上，二者的規定則有所不同，以下分別說明之。

首先，在「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接受就業諮詢之義務」方面，《就業保險

法》只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提供就業諮詢」，並未規定就業諮詢的項目

與內涵。而〈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則規定「初次申請辦理

失業給付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應提供簡易就業諮詢」，以及就業服務人

員必須針對申請人進行諮詢的重點項目、評估項目、服務方式，而且失業給

付申請人無合法理由不參加時，就會受到拒絕受理失業給付申請的處分。

第二，在「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接受個案管理措施之義務」方面，《就

業保險法》並未規定「申請人必須接受之個案管理服務義務」，而〈推動就

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則是規定申請人在經過簡易就業諮詢之後，

必須再接受個案管理服務，而且就業服務人員必須檢視申請人的就業諮詢結

果，建立個案管理工作記錄，為申請人提供各項處遇服務，再視求職者之情

況擬定「個人化的就業協助行動計畫」。

第三，在「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參與就業促進研習活動之義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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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就業保險法》與〈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的就業諮詢義務規定比較

接受諮詢義務

規定項目

《就業保險法》的

就業諮詢義務規定

〈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的

就業諮詢義務規定

失業給付申請人

必須接受就業諮

詢措施之義務

只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促進

失業之被保險人再就業，得提供

就業諮詢

初次申請辦理失業給付時，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就應提供簡易就業諮詢服務

失業者

失業給付申請人

必須接受個案管

理措施之義務

未規定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接受

之個案管理服務義務

失業者初次申請辦理失業給付時，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應提供個案管理服

務

失業給付申請人

必須參與就業促

進研習活動之次

數與時間

只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促進

失業之被保險人再就業，得提供

就業諮詢，而就業促進研習活動

是就業諮詢的一種，但未規定接

受就業促進研習活動之次數與時

間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安排申請人參加

就業促進研習活動，至少每三個月應

安排申請人參加一次就業促進研習活

動，每次至少四小時

無合法理由拒絕

接受就業諮詢時

的行政處分

申請人無《就業保險法》第十四

條第一款規定之正當理由（因傷

病診療，持有證明而無法參加）

而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

之就業諮詢時，應拒絕接受失業

給付之申請

申請人無《就業保險法》第十四條第

一款規定之正當理由（因傷病診療，

持有證明而無法參加）而不接受就業

諮詢，應依第十五條規定拒絕受理失

業給付之申請

無合法理由拒絕

接受就業促進研

習活動時的行政

處分

並未規定申請人在未依規定接受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之就業促

進研習活動時，申請人必須接受

行政處分

申請人無《就業保險法》第十四條第

一款規定之正當理由（因傷病診療，

持有證明而無法參加）而不接受就業

促進研習活動，應依第十條規定拒絕

受理失業給付之申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就業保險法》只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提供就業諮詢，而就業促進研

習活動是就業諮詢的一種」，未規定接受就業促進研習活動之次數與時間，

而〈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則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關至少每

三個月安排申請人參加一次就業促進研習活動，當申請人無合法理由不參加

時，就會受到拒絕受理失業給付申請的處分。

在「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下所訂立的「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

治理機制，與「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認定」治理機制相同，也根據「工作福

利」的理念，藉由「未接受諮詢義務就停止失業認定」做為控制手段，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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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這項行政規則中，訂立出比《就業保險法》更多的接

受諮詢義務規定，目的是企圖將「就業意願不足」的申請人加以改造，降低

失業給付申請人的道德風險，但是從法治原則而言，訂立〈一案到底作業模

式計畫〉與〈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相同，也是逾越《就業保險法》

母法的作法。

柒、「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下 
失業給付申請人的處境

綜合上述，政府為了積極促進失業給付申請人再就業，導入「一案到

底」個人化服務模式至就業保險制度內，並依照工作福利的理念，在制度設

計方面，設計出「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認定

機制」、「早期介入的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等三項治理機制，共同構成了加

強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進行尋職行為的嚴格規範；而在制度執行方面，當申

請人未能依照規定執行尋職義務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會做出「拒絕受理

失業給付之申請」、「停止或撤銷辦理失業認定」等不利於失業給付申請人的

行政處分，此時所產生的影響是：「拒絕受理或撤銷失業認定」代表認定失

業給付申請人「不處於失業狀態」，並且不具備「請領失業給付資格」，因此

失業給付申請人就無法進入「尋職行為階段」，也就是無法在接受「就業諮

詢」、「個案管理」等措施的要求下，表現出積極的求職行為，不利於「積極

促進」政策途徑想要達成的促進再就業目標；相對而言，當申請人依照規定

執行尋職義務時，往往是在瞭解「未依規定尋職就會面臨停止或撤銷失業認

定」的情況下，為了領取失業給付，而配合就業服務人員提出的要求而執行

尋職義務，並且被動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的個人化服務措施與諮詢義

務要求，因而就「個人—制度」互動層次而言，在「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

模式的三項治理機制共同作用下，失業給付申請人是處在一種「消極性參與」

的處境中，即失業給付申請人僅被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視為客體，沒有實際的

參與權力，只能不對等地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設定的更多的尋職義務。以

下分別說明申請人在申請失業給付的各階段中會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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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次失業認定階段的處境

失業給付申請人在「初次失業認定」階段時，首先面臨的第一項處境是

「不自主的尋職契約關係」。依照《就業保險法》規定，只有「非自願性失業

者」具有申請資格，但因為多數雇主規避《勞動基準法》規定的預告義務，

使得多數被資遣勞工並未能接獲資遣預告，因此被資遣的失業勞工多數是在

「突發式資遣」的心理震撼處境下，經過與雇主進行勞資爭議一段時間，面臨

經濟壓力後，才至就業中心詢問如何申請失業給付（李健鴻，2010:	163），此

時就業服務人員才會告知失業勞工，申請失業給付的條件是必須先遵守執行

各項尋職義務，並且要求失業勞工必須在切結書上簽名同意執行尋職義務、

接受就業諮詢義務、預約制等規定。這些規定對急於領取失業給付的失業勞

工而言，即使自認為多項義務並不容易達成，但是為了領取失業給付以渡過

經濟困境，還是只能夠簽名同意，因而失業勞工其實是在一種無奈情況下，

簽下了切結書，並且使自己身處在一種「不自主的尋職契約關係」處境中，

必須依照切結的規定執行各項義務。

所謂「不自主的尋職契約關係」，對於申請人而言，可以從二方面加以理

解。首先是「簽約意願的不自主」，由於申請人是在經濟壓力的困境下，為了

減少經濟壓力不得不簽約，故申請人並不是出於自己的「自主意願」而簽約，

而是迫於現實壓力而做出的無奈選擇。第二是「簽約後執行義務的不自主」，

在簽約後，申請人必須執行尋職義務與接受諮詢義務，但是執行這些義務，

其實乃是在就業服務人員藉由「預約時間的管理機制」，對於申請人的尋職

行為進行追蹤、檢核之下，受到就業服務人員不斷要求而被動執行的，並不

是申請人基於本身的需求，自主地訂立尋職計畫與尋職時間表而執行的尋職

行為。

第二項處境是「時間管理壓力下的初次失業認定服務」。失業給付申請

人在簽名同意後，隨之就必須經歷繁瑣的十二項初次失業認定查證步驟。在

「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下，由於目前多數的就業服務人員身分是派

遣人員或承攬人員，職前訓練時間有限，使得專業職能相對不足，再加上就

業服務人員在辦理初次失業認定作業時，往往同時面臨了來自「時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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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績效目標管理」的雙重壓力，在這種雙重壓力下，失業給付申請人能夠

獲得的服務其實只是一種「時間管理壓力下的初次失業認定服務」，即失業

給付申請人必須在短短的三十分鐘之內，不斷地依照就業服務人員的要求，

提出各項可以證明自己處於失業狀態的資料，並且持續接受各項失業認定條

件的審核，而若是有一項文件資料未能通過，就必須預約下次的申請時間，

但是此時若是因為就業服務人員的時間不足、預約額度已滿，而導致失業給

付申請人無法預約下次失業認定時間，則失業給付申請人的權益就有受到損

害之虞（吳佳玲，2013:	92）。

第三項處境是「有限度的個人化就業諮詢」。在有限時間的管理壓力下，

就業服務人員往往未必能夠提供真正符合申請人個人需求的服務，而是被迫

必須採取「壓縮諮詢服務時間」的方式以求加速作業。雖然「一案到底」的

個人化服務模式建立了「早期介入的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要求就業服務人

員在失業者初次申辦失業給付時，就介入提供就業諮詢，但是「早期介入」

提供就業諮詢的方式卻不一定可以促進再就業，因為依照規定，「早期介入

的個人化諮詢機制」中的第一項服務措施乃是簡易就業諮詢，必須先由就業

服務人員瞭解申請者的就業意願、尋職情況，並且評估申請人的失業週期、

工作能力、就業意願、自行尋職能力、表達能力、參加職業訓練必要性等，

再依照評估結果，進一步決定是否辦理推介就業或是提供個案管理服務，除

此之外，「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並未規定就業服務人員對於每位申

請人必須提供的基本諮詢服務時間，再加上初次失業認定的十二項作業步驟

與時間難以省略，因此為了符合「一名申請人服務三十分鐘」的規定，「壓

縮諮詢服務時間」的方式就成為就業服務人員在「一案到底」服務模式下的

服務策略選擇，而可能壓縮的諮詢項目包括：「省略部分簡易諮詢的題目」、

縮短「深度諮詢會談的時間」等。這些作法都會直接影響就業服務人員對於

申請人個人需求的瞭解以及深入服務的程度，使得就業諮詢成為一種「形式

化歷程」，使申請人將「接受就業諮詢」視為一種義務，只是為了符合「一

案到底」服務模式的規定而被動參與（藍科正、林淑慧，2011:	79）。在「就

業諮詢形式化」的情況下，申請人能夠獲得的諮詢服務，其實只是一種「有

限度的個人化就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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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待期推介就業階段的處境

失業給付申請人在完成「初次失業認定」階段的書面認定作業程序後，

就進入「等待期」的推介就業階段，此時所面臨的第一項處境是「受約束的

尋職預約與檢核」。〈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規定：失業給付

申請人在等待期接受的推介就業義務乃是在「預約制」的作業模式下進行，

因此當就業服務人員向申請人推介就業後，就會約定等待期結束之前的會面

日期，由於申請人已經事先在切結書上簽名，因此對於申請人而言，在等待

期依照就業服務人員推介就業所完成的面試行為，乃是一種「受到約束與檢

核監督的尋職行為」，即申請人必須在等待期結束前，依照就業服務人員的

指示至推介就業地點面試，並且在預約日接受就業服務人員檢核面試是否完

成，若是未能進行面試，就會面臨撤銷初次失業認定的處分。

第二項處境是「懲罰式等待期的推介就業」。《就業保險法》規定：只有

在等待期經由就業服務人員推介就業而仍未能就業者，才符合請領失業給付

的條件，而這項規定，〈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仍然維持不

變，對於申請人而言，由於多數申請人都被解僱不久，就業能力相對薄弱，

即使被推介就業，在進行面試時，很可能因為就業能力較薄弱，不僅面臨「被

雇主拒絕的求職失敗壓力」，還必須承受來自雇主的詰問與輕視眼光，因此

申請人難以感受到政府要求在等待期的推介就業用意，反而會將等待期間視

為領取失業給付的「懲罰式等待」（許金龍，2008:	75），也就是在領取失業

給付前必須付出的義務，而申請人為了渡過經濟困境，不得不忍受「懲罰式

等待」造成的壓力。

三、失業再認定階段的處境

進入「失業再認定」階段時，失業給付申請人面臨的第一項處境是「例

行化的預約與強制尋職壓力」。原本在〈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下，依照《就

業保險法》規定，申請人在每次進行失業再認定時，必須提供二次求職記錄，

而根據調查：尋職的失業給付申領者，在領取失業給付時期的平均應徵企業

家數為十八家，代表必須忍受十八次的尋職失敗（勞動部，2009:	11）。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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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後，〈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

畫〉規定：失業再認定時，申請人不僅必須提供二次求職記錄，而且還必須

接受一次公立就業服務機關推介就業，代表申請人每個月至少必須進行三次

尋職，由於申請人必須符合的尋職次數，比起〈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規定

的尋職次數多，因此合理估計，申請人必須忍受的尋職失敗次數將會超過十

八次。而這種每個月都必須進行的尋職行為，乃是在就業服務人員持續性地

預約、檢核與監督下進行的，形成一種「例行化的預約與強制尋職壓力」，

對於申請人而言，每個月都必須進行至少三次求職面試，必須歷經更長的求

職時間、更多的交通成本與更多的求職失敗次數，導致尋職壓力增加。

第二項處境是「三次求職後的雇主抱怨壓力」。原本〈三合一就業服務流

程〉規定：在失業給付申請人每個月進行二次求職面試的過程中，必須請雇

主在推介卡上蓋章，做為求職記錄證明；如今依照〈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

作業模式計畫〉的規定，失業再認定時，申請人雖然已經不必再請雇主在推

介卡上蓋章，但是由於申請人每個月都必須進行至少三次求職面試，連帶使

得就業服務人員必須推介就業的次數與人數增加，進而在實務上產生的問題

是：就業服務人員向雇主推介後，會請雇主提供面試機會，其中有部分雇主

雖然提供申請人進行面試，但是雇主的實際僱用意願偏低，有的雇主還會在

面試結束後以電話向就業服務人員抱怨申請人的就業能力或求職態度不佳，

而就業服務人員則會在失業再認定時轉達雇主的要求，此時申請人只能忍

受，視為是必須承受的代價。

捌、結語

當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導致臺灣發生失業危機之後，在社會輿論的壓

力下，政府為了因應失業率持續升高的危機，採取的一項重要調控策略是：

基於強化「工作福利」的治理原則，針對就業保險制度導入實施「一案到底」

的「個人化服務」新治理模式，即藉由「未執行尋職義務與諮詢義務就停止

失業給付」做為控制手段，在制度設計方面，設計出「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

理機制」、「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認定機制」、「早期介入的個人化就業諮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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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三項治理機制，共同加強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遵守執行更多的尋

職義務與就業諮詢義務，以達到「積極促進」就業的政策目標；在制度執行

方面，當失業給付申請人未能依照規定執行義務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會

做出「拒絕受理失業給付之申請」、「停止或撤銷辦理失業認定」等不利於申

請人的行政處分。

在「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新治理模式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首

先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簽訂切結書，將失業給付申請人納入一種「不自

主的契約關係」內，再藉由「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針對申請人的尋

職時間與尋職行為進行預約、檢核，在預約與檢核的過程中，則是藉由「強

化尋職義務的失業認定機制」、「早期介入的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二項治理

機制，強化對於申請人的義務要求。「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原本宣

稱藉由「固定專人」受理申請失業給付，可以全程提供每位申請人都獲得符

合「個人化需求」的持續性服務，以促進申請人再就業，但是實際上，由於

政府不僅建構了一套「預約制的尋職時間管理機制」，明確設定了就業服務

人員提供每位申請人的尋職時間與流程，並且建立了「強化尋職義務的失業

認定機制」、「早期介入的個人化就業諮詢機制」等強化「促進尋職」的治理

機制，使得「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的作業流程內涵，其實已經成為另

一種新型態的「標準化」作業流程的管理手段，能夠達成的治理作用是對於

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尋職歷程進行更為嚴密的督促與控制，而不是能夠提供真

正符合「個人化需求」的持續性服務。

政府導入實施「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其實並不只是單純的服務

作業模式變革而已，更重要的治理意涵是：國家對於失業者的基本認知是失

業者個人必須為自己的失業問題負責，而且就業意願不足的失業給付申請人

更被國家視為是有待改造的「道德風險者」、「福利依賴者」，因此對於就業意

願不足的失業給付申請人，國家的任務就是加強「改造」這群失業者，而改

造的方式則是強化「工作福利」的治理原則，運用「個人化服務模式」對於

有待改造的失業給付申請人施加「個人化」的持續性尋職督促管理。在「工

作福利」的治理原則下，政府實施「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的治理重點

是：要求失業者必須先依照〈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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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二項行政規則所訂立的更嚴格規定，負擔起更多的

尋職義務與接受就業諮詢義務。由於二項行政規則，乃是在「權利不變、負

擔義務增加」的原則下訂立相關規定，相較於《就業保險法》母法規定的負

擔義務更為增加，因此在實施「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後，失業給付申

請人受到的影響是：必須負擔比《就業保險法》規定還要更多的尋職義務與

就業諮詢義務，若是有任何一項義務未能執行完成時，就會被認定為「不具

有就業意願者」，並且受到取消失業者請領失業給付的行政處分。

臺灣的就業保險制度在實施「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後，對於失業

者在申請失業給付的各個階段，都設定了更加詳盡的尋職規範與監管機制，

嚴格要求失業給付申請人必須遵守執行各項尋職義務或接受就業諮詢義務，

在這種「權利不變、負擔義務增加」的情況下，「工作福利」的治理原則在

申請領取失業給付的各個階段，都已經落實為對於失業給付申請人的義務要

求，迫使失業給付申請人只能夠處在一種「消極性參與」的處境中，被動接

受國家要求的各種義務規定，使得失業者成為受到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的「客

體化個體」。就此點而言，國家原本宣稱想要藉由「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

模式「量身訂作出符合失業給付申請者個人化需求之服務」的政策宣示，其

實已經難以實踐，而且在「一案到底」的個人化服務模式下，不僅未能激發

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尋職意願，進而提升失業給付申請人規劃自己未來就業方

向與生活方式的自主性，反而促使失業給付申請人只能被動地接受國家安排

的尋職要求與促進就業措施，執行著每月相同的例行化的尋職義務，導致失

業給付申請人的自主性下降。

面對現行就業保險制度下「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產生的諸多問

題，建議可以從六方面重新檢討「一案到底」個人化服務模式的設計與執行。

首先，在法令方面，由於〈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計畫〉、〈就業保

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二項行政規則中，有逾越《就業保險法》的規定，目

的雖然是為了強化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尋職義務與接受就業諮詢義務，避免申

請者成為福利依賴者，但是基於法治原則，政府若是認為避免失業給付申請

人成為福利依賴者是制度上必須處理的重要事項，合於法理的作法應該是修

改《就業保險法》，將〈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推動就業服務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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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作業模式計畫〉內關於尋職義務與接受就業諮詢義務的規定納入《就業

保險法》之內，從法律制度層面落實達到「促使失業給付申請人積極尋職與

降低福利依賴」的目的，否則就應該修改〈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

計畫〉、〈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使其與《就業保險法》的規範一致。

第二，在行政作業模式方面，由於「失業給付服務」所需要的法定失業認定

作業流程時間，超出「推介就業」時間甚多，導致失業給付申請人數愈多的

就業中心，就愈有可能發生對於求職者推介就業的排擠問題，因此對於失業

給付申請人數占總服務人數之比例偏高的就業中心，應該改變現行「失業給

付與推介就業單一窗口」的作業模式，將第一線「失業給付」與「推介就業」

二項業務的受理窗口分流，不僅可以避免失業給付申請人數眾多時，影響辦

理推介就業的時間與成效，相對也可以提高就業服務人員對於失業給付申請

人提供就業諮詢的服務時間與就業成效。第三，在人力編制方面，建議應以

近三年內申請辦理失業給付的平均人數為依據，對於申請失業給付者人數較

多的就業中心，人事行政總處應以專案計畫方式逐年增加一定比例的正職人

力，降低派遣人員與承攬人員占整體就業服務人員的比例，提升服務品質與

就業成效。第四，在績效管理方面，由於每位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個案情況複

雜程度不同，個案服務時間也應有所不同，因此應該改變目前「每位申請人

的每次服務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原則，每位就業服務人員以每日服務十二位申

請人為目標」的規定，賦予就業服務人員在提供個案服務時間上的彈性範

圍，即個案情況複雜時的服務時間可以適度延長，並且提高對於此類複雜個

案的服務績效評分，使就業服務人員可以不受限於每日服務十二名的績效標

準。第五，在就業諮詢輔導方式上，由於目前第一線的就業服務人員受限於

時間壓力而只能採取「簡易諮詢服務為主、個案管理服務為輔」的就業輔導

方式，而失業給付申請人只能被動地接受制度規定完成的尋職義務要求與促

進就業措施，就業成效不佳，因此應該採取「以失業者為主體的深度就業諮

詢」輔導方式，也就是在「失業給付與推介就業的受理窗口分流」、「增加正

職的就業服務人力」、「彈性範圍的服務時間」的基礎上，使就業服務人員能

夠具有比較充足的時間，在失業者申請失業給付之初，就以失業給付申請人

的需求為導向，提供真正深度的就業諮詢與個案管理服務，以提升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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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的工作信心與動力，建立失業給付申請人的職業目標，並且與失業給

付申請人一起建構適合的「就業行動計畫」。第六，在就業協助方案上，建

議應在確定職業目標後，提供「訓用合一」與「就業促進研習」聯結的整合

型就業協助方案，就業服務人員應視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就業能力評估結果，

提供符合其就業能力現況的方案，當失業給付申請人的就業能力不足以從事

確定的職業目標時，應提供「訓練」與「僱用」合一的就業訓練方案，當其

就業能力足以從事職業目標時，則應提供加強工作經驗與態度的就業促進研

習活動，以協助失業給付申請人能夠儘早重返勞動市場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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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model implemented by employment insurance institutions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unemployment benefit applicants under workfare governance in 
Taiwan. The first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 “one client served by one steward”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model follows the workfare governance principle of 
requiring the unemployed to performed job-search obligations before receiv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as a means of control. The second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model was designed with three mechanisms which 
require unemployment benefit applicants to undertake greater job-search obli-
gations and related counseling. They must make an appointment to manage job-
search time, carry out greater job-search obligations according to unemployment 
identity rules, and receive individualized early-intervention employment coun-
seling. As a result, unemployment benefit applicants fall into the situation of 
passive participation, resulting in decreased autonomy for unemployment benefit 
applicants because they just passively receive job-search guidelines from the 
state.

Key Words: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model, workfare, 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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